
1

2024年第2期  总第214期
新闻大学

JOURNALISM   RESEARCH

[作者简介] 李红艳，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媒体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研究”（21AZD144）的阶段性成果。

【摘 要】随着乡村数字建设的实践不断深入，针对不同村落以何种方式建构各自的村落治理框架，

特别值得关注。研究以晋东南一个传统山村为案例，通过对该村道德银行运行过程的分析，基于评选好人、

发现好人、好人在线三个维度，提出再造好人的乡村治理框架。这种乡村治理框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乡村

社会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治理理念在现实层面的融合。最后，对该治理框架所关涉的乡村秩序、行政治理

与技术治理等问题做了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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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具身在场到虚拟传播：一种乡村
治理框架的提出

——基于晋东南C村的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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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 100083）

·本刊特稿·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随着以新媒体为代表的多元化媒介技术在乡村的扩散，如何使用媒介技术拓展乡村

治理路径、创新乡村治理模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之一。首先，媒体被视为一种社

会场景，为乡村治理创造了互动空间。新媒体形式跨越了原有固化的科层组织体系，实

现信息之间的“即时性对话”形式（李红艳等，2020；李红艳，2022），营造出一个虚

拟的村社共同体空间，村民实现了群体虚拟在场，形成了村民在村落内部和村落外部的

多元互动（孙信茹，2016；牛耀红，2018；刘锦程等，2020）。乡村青年群体通过与数

字媒体互动，深刻影响着本地乡村结构的文化实践（Pathak-Shelat & DeShano，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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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nso，2019）。其次，媒体被视为一种能动性主体，技术赋权功能及参与式治理角色

得到关注。重塑乡村治理结构的难点是使乡村民众成为主动、有力的乡村治理主体（李

红艳，2020），媒体通过“关系赋权”的形式勾连行动主体，达成主体赋权与社会互动

（周孟杰等，2021；Basu & Banerjee，2011），通过社交媒体的使用，贫困地区的青年

人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在经济收入方面更具有优势（Martínez-Domínguez & Mora-

Rivera，2020）。因此，新媒体在农村地区的迅速扩散不仅弥补了农村地域封闭的限

制，也有效地促使农村地区公民意识的觉醒（孙贺，2018；沙垚，2020；张淑华等，

2020；李俊清等，2020；刘刚，2020）。

尽管媒介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正在进入多元化探索阶段，就乡村治理而言，主要

研究则集中在与脱贫攻坚和乡村治振兴有机衔接的相关议题上。研究指出，扶贫资源在

乡村传递的过程重塑了地方政府的政治生态，构建了一种国家与乡村的文化交往形式

（荀丽丽，2017），随着时间推移，在乡村治理模式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形式，如简约治

理（许晓，2022）、一线治理（杜鹏，2020）、科层治理（董磊明、欧阳杜菲，2023）

等，乡村治理呈现出超常规的社会动员形式，其最终对乡村治理的影响，最终取决于这

一社会实验如何通过制度化得以完善（王晓毅，2020）。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学

者普遍认为，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一种城乡融合理念，而这种理念将贯彻在中国农村改

革深化、城乡要素市场统一、城乡公共服务体系统一等方面（廖彩荣等，2017；王立胜

等，2018；唐任伍，2018；张海鹏等，2018；叶兴庆，2018）。“三治合一”标志着乡

村治理主体从一元走向多元、治理模式从村民自治走向多元共治、治理内容不断丰富、

治理机制不断创新的局面中。通过“三治合一”，乡村振兴从基层治理的角度推进城乡

有效融合，从而使乡村基层治理现代化成为可能（蔡文成，2018；邓大才，2018；袁金

辉等，2018；何阳等，2018；霍军亮等，2018；张新文等，2018；张瑜等，2018；丁志

刚等，2019；吴成林，2019；朱政，2022）。

现有研究或侧重贫困治理，或集中论及媒体或者新媒体对于乡村社会产生的影响，

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媒介治理三个维度的动态背景出发，探究乡村治理框架的研究

还比较零散。基于此，本研究的议题是：随着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数字乡村建设战略

的实施和持续推进，乡村治理是否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信息融合中，借助媒介[1]形

成了新的治理框架？这种新的治理框架如何实现了“创新”？

二、案例村选择与研究资料的获取

C村位于吕梁山南部，距离县城8公里。共有363户1174人，下辖6个自然村。2014年

建档立卡贫困户144户470人，贫困发生率为40%[2]。2016年该村实现整村脱贫摘帽，进

入乡村振兴阶段，2019年开始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由于村落附近有铁矿、煤矿，村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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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吃山，日子过得富裕。随着小矿山被陆续取缔，C村村民闲了下来，无事生非，导致C

村在周围村落里名声很差。但是，在脱贫攻坚战略实施及其完成过程中，C村成为各大

媒介争相报道和全国各地参观学习的典型村落，因此对该村落的研究具有了较好的示范

意义和学术价值。

研究资料来源：（1）县镇村各级政府提供的各类资料。包括：各级政府年度总结

报告、各级政府扶贫总结报告、各级政府典型事例汇总报告、各级政府提供的资料中与

道德银行案例相关的资料。（2）参与式观察与入户走访资料。2019年9月初，笔者到该

县、该镇和该村实地调研1周时间，调研期间与县干部、镇干部和村干部分别进行了访

谈，入户走访了村里的好人家庭代表、村落精英和普通农民。（3）深度访谈资料。深

度访谈对象如表1所示。（4）网络访谈与文献资料补充。2020—2023年期间，与县、

乡、村保持沟通，及时获取最新的资料，并进行网络访谈，补充资料。

三、从寻找“好人”到“好人”在线

在2015年8月之前，C村治理秉持无为而治的理念（村书记B），村两委干部大部分

时间在外面务工，村里的公共事务处于停滞状态：村巷道路、供水设施等基础设施破损

严重、年久失修，村内活动广场杂草丛生，在村民眼里，村庄处于无序状态，街道不干

净，垃圾随便乱丢；邻里关系不和谐，经常发生争执。面对这样一个散漫的村落，治理

的钥匙在哪里呢？好人，便是C村在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过程中寻觅的治理钥匙。好

人如何成为治理的钥匙呢？在C村的治理实践中，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好人评选、好

人实践与好人在线。通过这三个阶段，C村形成了独特的治理模式，延续至今。

（一）好人评选：作为符号的好人

 2015年8月第一书记F和扶贫驻村工作队进入C村，与村两委干部一起，走入窑洞，

表1  主要深度访谈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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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帮助村民干活，与村民聊天寻找治理的钥匙。在与村民的交流中，他们发现“好”

这个字不停地出现，“那是个好人”“他家媳妇好得很”“他家儿子特别好”“他对老

婆真好”……在频繁使用的“好”字中，“好人”这个概念浮现出来。

谁是好人？标准是什么？第一书记、扶贫工作队与村委会拟定了一个评选标准，第

一个阶段主要采用村民推荐（包括自我推荐、推荐他人）和村委会推荐两种方式，第一

书记希望通过好人评选这一形式，在唤醒村内原有秩序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新的乡村精

神，“总得让村子看起来有点人气”（F，20191006）。2017年开始，C村开始举办“C

村好人”评选活动，让村民学习有榜样、赶超有标兵，凝聚起学习模范、追赶模范、争

当模范的良好氛围[3]。

按照评选规则推选出来的好人，具有如下特征：敬老爱幼、维护家庭团结；独立自

强、带领村民致富。“家户制”是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本体，由家庭制度和户籍制度共

同构成的家户制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基础性制度（徐勇，2013）。因此，选出来的第一类

好人与家庭关系相关联，主要特点在于：在各种困境中，维护大家庭关系。如好人韩某

某，面对因脑溢血导致瘫痪在床的妻子，10年如一日心甘情愿做妻子枕边的闹钟，当妻

子手里的拐仗，屋里屋外，洗衣做饭；好人席某某，为了不让奔波在外的仨兄弟分心劳

累，拖着残疾的身体独自悉心照料八十高龄的母亲10年之久；好人祁某某，8年前丈夫

因煤矿事故导致下肢瘫痪，家里有两个年幼无知的孩子，她用瘦弱的肩膀毅然扛起家庭

的重担。好人刘某某，她11年细心照顾半身不遂的老伴，从不言苦；好人李某某，她30

年跟婆婆同吃同住，从不斗心斗嘴；好人贺某某，将儿媳妇当作亲生女儿，甘心在家张

罗柴米油盐，为的是让媳妇安心工作……[4]。在入户走访中，研究者进入了好人李某某

的家里。李某某是C村的媳妇，已经70岁了，婆婆90岁了，在院子里晒太阳。她照顾婆

婆30年，院子里养着牛和羊，晒着玉米棒子，十分有序。

第二类好人以个人视角为主，分为励志型、脱贫致富型和服务村落型。比如好人

倪某某不等不靠不要，拖着残疾的身体坐着板凳锄地、磨面，身残志坚！好人年某某，

敢想敢干，率先利用扶贫贷款建起蘑菇大棚，成为带动贫困群众发家致富的女能手；好

人资某某，心间有公道，办事有尺码，哪里有矛盾，哪里有纠纷，哪里就有他忙碌的身

影，主动维护村里的公平正义。好人韦某某，品学兼优，自食其力，硬是凭着不怕苦不

怕累的精神打工挣钱坚持着自己的学业[5]。

（二）好人实践：作为日常的好人

2018年C村所在县在全县推广道德银行模式。“道德银行”[6]由组织机构、星级设

置、积分超市、积分卡和存折、人员配备以及资金来源等六部分构成，主要仿照银行运

行模式，以“十星农户”[7]评选活动为载体，将村民的文明善举进行量化，兑换成积分

存入“存折”，村民既可以凭借积分卡兑换所需物品，也可以在“十星农户”评选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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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获得精神奖励。其目的是探索将“道德实践”融入乡村治理中，引导群众崇德向

上，用德治的力量春风化雨，营造文明淳朴乡风，提升乡村治理水平[8]。

道德超市（也称“积分超市”）是依托村级组织活动场所独立建设的超市。超市的

物品由村委与供货商签订供货协议，供货商由乡镇筛选1—3家，由C村所在的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审定备案。物品由乡镇统一标分，1积分对应1元人民币。资金来源包括县财政

专项经费、村集体经济收入和社会捐助。在C村道德超市的收银台上，摆放着一个16开

本的积分本，每一个村民的道德积分都用笔清晰地记录在册。研究者在积分超市里看了

换购的记录，村民手写的签名清晰可见。积分超市主要有三类：厨房用品，如面粉、食

用油等；生活用品，如水桶、墩布、扫帚等；服饰，如拖鞋、服装等[9]。

首先，通过道德银行项目，村级组织活动场所成为实实在在的公共事务活动场所。

村级组织活动场所是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是农村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集

中学习、开展活动的主要场所，将“道德银行”设在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只要村里开展

集中发分、兑换物品、表彰奖励等活动，村民都会积极参加，“以前村支部就没人，我

们去了也没啥事，现在有事没事来支部坐坐，看看村里有啥大事，参加集体活动，还能

收获积分”（D，20191006）。

其次，以“道德大讲堂”引导村民参与村落事务。C村是一个行政村，村落靠近

公路，距离县城乘坐大巴需要20分钟，在县城务工者往返便利[10]。C村以道德大讲堂

的形式来推行道德银行项目。每半个月举办一次“道德讲堂+党课，四德教育促党建”

活动。“道德大讲堂这个形式村民最容易接受，也容易形成口口相传的形式。”（F，

20191007）主要有“我唱、我讲、我看、我学、我议、我诵、我行”七个环节[11]。道

德大讲堂在村级文化活动场所，集中在一个会议室进行，这个会议室平时主要举行各种

文化活动、技能培训等。评选出来的好人，上台讲述自己的故事。之后，村民登台表演

根据好人故事改编的文化节目，如相声和三句半。“道德大讲堂后，村民上台讲自己的

思想变化，现在上台讲话的村民很多，之前谁能上台讲话？”（J，20191005）尤其是

星级农户评选中，村民们都争先恐后，事先写好了演讲稿，在台上大声朗读，台下的村

民边评论边鼓掌，形成了人人都想上台讲话，人人都想当好人的气氛。研究者在村民家

中看到这样的演讲稿：演讲稿写在学生作业本撕下来的纸张上，纸张上的字体歪歪扭扭

的，一点也不工整，内容集中叙述自己参与好人评选的事迹，参选的村民脸上带着自豪

和不安，担心自己做得不够那么像“好人”。

（三）好人在线：从具身在场到虚拟传播

F书记和驻村工作队通过各种方式，将好人从熟人社会中“分离”出来，通过多种

形式，好人成为在线的好人，从具身在场走向了虚拟在场。媒介既成为乡村治理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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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也成为了乡村治理的技术工具。

好人在线的实施，可以分为几个阶段：首先，在C村，村民依然习惯于身体在场的传

播，面对面交流依然是重要的媒介形式。虽然C村村民外出打工的青年人很多，村里以农

业为主要生计的村民依然占主导，村民之间的交流主要体现在家庭场域和村落日常生活

中。在道德银行实施中，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和帮扶责任人，几乎天天到村民家里，

帮助村民做家务，提供政策支持和帮扶。村民经常留他们在家里吃饭。在拉近距离、融

洽感情的同时，增强了村民对村落发展的信心。贫困户张某某，在驻村工作队的思想

帮扶下，办理小额扶贫贷款5万元，购买了3头牛，彻底改变了“打牌从白忙到黑，坐在

炕上等小康”的消极状态。张某某在2020年度被评为十星级农户，因为张某某是小学肄

业，当他站在村级舞台上讲话时，对其他村民触动很大（F，20191006）。此外，通过组

织文化活动促进好人评选好动。C村的文化活动在2015年之前处在瘫痪状态，第一书记

和工作队帮助村民们建了新的文化广场，聘请外来的艺术家教授村民广场舞、声乐、大

鼓、合唱等。大约百分之九十的村民参与了文化活动，其中不少村民被评为星级农户。

在上述过程中，好人成为村落熟人社会里口口相传中的被传播者。无论是文化活动

的组织还是村民家庭的信息传播，好人还只是村落的好人，保持着具身在场的属性。从

2019年开始，通过村落大喇叭，网络里的歌曲通过U盘进入了村里，这些选择的歌曲将

好人赋予了更为浓厚的普遍色彩，使其成为“陌生人”群体中的好人，也成为虚拟传播

场域的好人。

一进C村，左边是村委会大院，村里的大喇叭就矗立在村委会大院的门口。每天早

晨8点，大喇叭开始播放歌曲[12]。这些歌声，在道德大讲堂中，被反复演唱，好人评选

的过程成了好人与普通人共同走向村落公共生活的过程。

最后，网络平台成为好人在线的终极展演。C村主要以移动传播终端为主，微信平台

成为好人在线最终实践的场所。这种好人在线的实践主要通过如下环节完成。第一，工作

队创办了C村的新媒体平台，村里的大事小情在该平台上第一时间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

出来。在精心制作的各种“美篇”里，有赞扬、有说理、有态度，有村民们的故事：“C

村村民自制秧歌道具”“C村男女老少齐上阵参加今冬首次集体义务扫雪活动”[13]……

“美篇”成为每个村民关注村落生活的媒体窗口。“昨天出门办事忙了一天，晚上回

到村里第一件事就是看我们村的微信平台，我们村发生的事情全在这上面呢。”（A，

20200302，网络访谈）自打有了这个平台，村民P就把用了许多年的“老人机”换成

了智能手机，用他的话说，“现在一天不看村里的微信平台，浑身就不自在”（P，

20191007）。第二，村里微信群中的好人在线。F书记建了各种村里活动的微信群[14]，F

担任群主。F通过微信群发布村里的各类信息，把村里的信息传播给村落内外的村民。

智能手机在C村占有率达到90%以上[15]，因此，随着村落治理面貌的变化，“在外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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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青年人，在城里找到了对象，原本不愿意带回村里，现在也很骄傲地带回C村”（F，

20200810，网络访谈）。第三，网络为核心的信息传播与主流媒介报道。在C村治理模

式的推广中，F书记作为C村代表，通过个人参与主流媒介报道的形式，将C村的治理理

念传播到了各类媒体[16]上。同时，村落开通了微信视频号，将各类媒体报道生成视频进

行传播，将C村外来的各类行政视察、外来调研等活动进行报道，不间断地传播C村的治

理过程和好人事件。在这个过程中，C村还接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学习者和观

摩者，寒暑假期间亦有大学生去C村进行调研实习，这些参观和实习也成为媒介报道影

响力的延伸。

四、以“好人”再造为核心的村落治理框架

20世纪下半叶的乡村治理历史研究指出，主要有压力型体制和运动型治理两种机制

（荣敬本等，1998：28；狄金华，2010：98）。21世纪以来，运动型治理模式得到更多关

注，其逻辑根源在于对中国传统治理模式的依赖（冯仕政，2011；王洛忠等，2007）。

一方面运动式治理走向常规化（倪星等，2014），另一方面运动型治理的实践，在诸

如村庄选举、社会维稳、资金动员和植树造林等事件中已得到多维度的研究（吴毅，

2007；周雪光，2009；折晓叶等，2011；狄金华，2010），地方运动型治理与体制相互

依存，两者共同实现了基层政府职能，达成基层社会治理的目标（周雪光，2012；欧阳

静，2014）。亦有一些治理机制或模式，是上述两种治理模式的实践形式和变异状态：

如目标管理责任制度（王汉生等，2009）、统合型治理（张丹丹，2020）、一线治理

（杜鹏，2020）、接点治理与“接点再造”（谢小芹，2016）、发展型治理策略（王思

斌，2020）、“悬浮型”的治理路径（周飞舟，2006）、“三治”结合的箱式治理模式

（陈涛等，2019）、韧性治理（王杰等，2021；张震等，2022；胡卫卫等，2022）等。同

时，由于数字乡村的技术手段嵌入乡村社会的治理情境中，会产生乡村治理的数字负担

和压力（丁波，2022）。

上述乡村治理研究框架，更多侧重乡村治理的中观维度。如果仅仅停留在该维度，

就无法深入到乡村社会中的“人”这一层面上。为了突出“人”这一因素，本研究从微

观出发来建立乡村治理的框架。该治理框架围绕村民展开，以“好人”为杠杆，探讨乡

村治理如何借助这一杠杆，实现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融合的机制。

（一）从寻找好人到再造好人，乡村治理路径创新

从村民个体出发，以“好人”为杠杆，发掘乡村内部的治理动力，是C村主导的治

理路径。对中国传统村落而言，“好人”既是一个称号，也是地方社会评价个体体系的

指标之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好人”包括两种含义：第一种含义要求个体所有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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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往关系中都能拥有良好的表现，从而使其交往生活的整体呈现为一种完满的状态，

这种好人是抽象性的理想状态，不具有日常性的特点；第二种是特称性的“好人”观

念，这种“好人”观念只要求个体在某个或某些方面达到一种“好”的状态（王江伟，

2021）。对乡村社会而言，“好人”是村落熟人社会关系累积的日常生活伦理的产物，

“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对于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

可靠性”（费孝通，1998：10）。因此，在一个村落共同体中，评选好人意味着对原有

乡村秩序、原有村落习惯、风俗和传统的一种唤醒，重新“发现”好人则是对乡村秩序

重塑的一种尝试。村里评选出来的好人们，并非是因为“选”才成为好人，而是因为在

C村的村落社会中，存在这些维护家庭秩序、村落秩序的村民，他们是乡村秩序的隐性

维护者和隐性实践者，这种秩序被表面瘫痪的村落治理现实遮蔽了。在没有外力介入的

情形下，乡村基层秩序仅仅维持着传统的士绅治理思维，并没有显性的村落秩序的自我

生产能力。

当“好人”作为乡村基层秩序的隐性力量成为榜样的时候，对村民们凸显了一种新

的村落秩序形成的情境，在这种情境中，通过道德银行将好人评选与村庄治理过程结合

起来、使好人不仅仅是临时的“好人”，也不仅仅是习俗或传统的“好人”，“好人”

更意味着一种乡村精神的挖掘，再造好人是这种乡村精神重塑的核心理念，乡村精神的

重塑反过来固化了好人精神。

（二）道德银行、道德大讲堂和道德超市

道德银行是通过将道德指标与个体行为关联的形式，促进乡村社会中好人的道德实

践，这种道德实践又与C村好人评选活动对应起来了。村民从家庭中走出来，在道德大

讲堂中寻找自我；在道德超市中，获得的积分得到了物质报酬，这种物质报酬在乡村社

会中，既展示了个体在村民中的威望，也呈现出村民的道德人格。通过个体参与到村落

公共事务活动中，他们与村落的关系被重新定位，他们也被纳入到乡村治理的日常实践

中来。通过道德银行将村民个体凝聚起来，这种凝聚力量使得村民们从村落治理的后台

走到了前台。一定意义上，道德银行是传统文化的一种新面貌，从表层而言是对现有村

落群体凝聚力的一种再造工程。当道德成为个体在村落的评价资源时，村落与个体同时

实现了一种再造，也进入了新的村落秩序中。

（三）媒介技术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成为延伸好人在线的动力

在道德银行项目实施过程中，十星农户与道德超市的联合，衍生了村落好人的实践

运作机制。在实践中发现，村民参与道德超市积分换购和星级农户评比这两项活动的积

极性最高。借助媒介技术，这些“好人”走出村落，成为网络时代的“好人”在线[17]。

在本案例中，尽管第一书记和扶贫工作队以及县镇一级的政府协力在以科层（行

政）治理的力量，试图引导村落治理的秩序。外来者作为国家制度的携带者、扩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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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具身在场与虚拟传播的不同类型，挖掘和重构了乡村社会关系。在这几种关系中，

外来者的组织能力和引导能力一开始十分凸显，随着治理过程的推进，治理主体成为村

民。他们与外来者共同成为新社会情境的塑造者和实践者。从这个意义上讲，外力是改

变村落原有治理机制的初级动力，村民的实践是村庄新秩序再生产的持续动力，贯穿治

理实践的传播手段，扮演了双重角色：第一书记和扶贫工作队作为原有村落治理框架的

外来者，强化和改变村落治理的生产能力的同时，激发了村民自我治理的主体性，二者

合力重塑了乡村治理的框架。

“正因为人生下来并不是一个完全适合集体生活的动物，所以我们的集体生活不

能全由本能来完成，而求之于习惯。”（费孝通，1998：190），随着乡村社会群体的

不断流动与社会结构的变化，原有的习惯会渐渐消失，文化也会发生变化，因为“个体

所属的文化提供了构成他生活的原始材料。如果文化极贫，个体就遭殃了；如果文化极

富，个体则有幸不会错失良机”（罗伯特·芮德菲尔德，2013：231）。在C村文化传统

并不丰裕的情形中，该村拓展和利用各类文化活动塑造村落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村落

习俗，将家庭内外、村庄内外的村民联合起来，从熟人中的好人，到在线的好人，好人

走出了村落，也带着C村走出了治理的困境。 

简言之，在C村的案例中，作为一个符号的“好人”，是关联家户与村落之间的核

心纽带；道德银行是评价“好人”的系统，道德大讲堂是村民们公开参与的竞选舞台，

上述过程被展示出来，构成了C村动态的治理框架。在这个治理框架中，以“好人再

造”为核心来发掘乡村活力，围绕道德银行，重塑乡村的社会关系，同时村落内外好人

在线，促进了乡村振兴视角下以“再造好人”为核心的乡村治理框架的形成。

五、讨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型，乡村社会的治理的结构、类型与

属性也在发生转移。“官僚制（科层制）乃是将共同体行动（Gemeinschaftshandeln）

转化为结合体行动（Vergesellschaftung）的特殊手段。”（韦伯，2010：64）一定意

义上，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科层制技术治理逐渐调试社会经济生活具体经验和问题的

历程（渠敬东等，2009），也是科层组织再造国家治理体系的过程（金江峰，2020），

当下中国地方政府治理呈现出了“科层制为体—整体性治理为用”的模型（陈丽君、童

雪明，2021）。对中国乡村社会而言，共同体行动转化为结合体行动还处在一个动态过

程中，不同的地域与村庄类型，使得不同村庄的治理类型有较大的差异，无论是科层制

度带来的支配性，还是行政对治理的吸纳，以及媒介作为技术在治理中的渗透，都呈现

出多元化的属性，在上述治理框架的基础上，以下问题值得继续探讨。

首先，好人治理框架的运动性特点如何转化？换言之，如何使其摆脱运动属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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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种常规治理形式？

如前所述，村民主体治理能力的拓展是乡村振兴中村落治理秩序重构的核心。在

本文提出的框架中，依然具有村落内部运动型治理的属性。研究指出，锦标赛作为中国

政府官员的激励模式，是将行政权力集中与强激励兼容在一起的一种治理政府官员的模

式，其强激励本身内生出一系列的负作用（周黎安，2007），但基层运动型治理机制并

非官僚制常规机制的代替机制，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推动基层政府运行。基

层运动治理是官僚制内部的一种行政机制，几乎与社会大众无关（欧阳静，2014）。在

本案例中，第一书记和扶贫工作队在乡村实施的治理一定意义上属于基层的运动型治理

类型，但其核心是动员个体村民参与到乡村治理中，随着时间推移，每个村民都有多重

行动的可能性，这种治理的最终效应是依靠作为行动者的每一个村民来实践的。村民

“一方面在利用各种策略努力将自身的被动与劣势转化为主动和优势, 同时也在防范自

身的优势处境和主动性转变为某种威胁和被动”（王汉生等，2009）。由此维持了村民

作为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核心位置。但是，村民多重行动的可能性，如何延续并转化为

真正的乡村自治力量，还需要对村落的内在发展系统与外在维度对村落影响之间的关系

进行更深入的探索。此外，而作为这种新的村落秩序之基本动力的道德银行，在未来的

村落新秩序中又将扮演何种角色？这个问题关涉乡村振兴下乡村治理体系的重塑与整

合，还需要更多的反思与实践论证。

其次，是技术吸纳了行政，还是行政拓展了技术？

新媒体技术及其相关的数字技术结合，形成了技术吸纳行政、行政拓展技术的治

理特点（李汉卿，2019），强化自上而下的信息收集能力是新时代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

重要议题（王雨磊，2016）。从治理场景视角而言，国家是通过单一的科层—行政技术

来开展不同场景的治理活动的，基层治理会出现过分考虑治理技术和行政效率而不顾政

治原则和社会有效性的趋势（吕德文，2019；赵玉林等，2020）。具体研究指出新媒体

参与精准扶贫有四种路径：即“信息—传导”路径、“引导—激发”路径、“监督—反

馈”路径、“嵌入—搭建”路径（曾润喜、乔阳阳，2020）。对于本研究而言，仅仅将

媒体视为一种治理过程的参与者并不符合乡村当下的现实。就行政治理而言，数字技术

的扩散与日常化使用虽然已经成为一种治理现实，但是行政与技术之间的拓展关系还需

要进一步的经验材料来补充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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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媒介指宽泛意义的媒介，包括面对面信息交流、网络信息交流与人和环境之间的信息交流。

耕地面积1836亩，人均耕地面积1.5亩，且多为坡耕地，加全年无霜期较短，玉米等传统作物产量不高，核桃、苹果

等经济作物成活率较低，村民仅靠农业收入难以维持生计。资料来源：《C村2019年脱贫攻坚总结报告》。

资料来源：《2017年C村道德银行实施方案》

资料来源：《2018年C村好人评选案例》。

资料来源：《2019年C村好人评选案例》。

道德银行的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扶贫开发思想为指导，以“倡导道德风尚、弘扬新风正气、优化村风民风、助

力脱贫攻坚、推动乡村振兴”为目标，坚持“党建引领、思想先导、群众主体、环境创优”的工作思路，以开设“道

德银行”、开办“+能量”超市、评选“十星农户”为抓手，做好“物质扶贫和精神扶贫，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同步

发展，引导全体村民讲道德、讲奉献、学技能、学政策、爱环境、爱公益、守孝道、守规矩，全面提高全体村民的道

德文明素质，激发群众脱贫内生动力。资料来源：《C村2018道德银行实施方案》。

全县设立了10个“基本星”，简称“十星农户”，即政策明白之星、勤劳创业之星、孝老爱亲之星、团结互助之星、

卫生整洁之星、文体活跃之星、热心公益之星、诚信正义之星、移风易俗之星、绿色生态之星。在不同的村落落实之

后，根据各村落的情况，做了修改。村党支部书记全面负责本村“道德银行”建设（但在C村主要还是第一书记和扶

贫工作队在负责这项工作），C村配备“四大员”，即评分员、评星员、记账员和超市管理员。

C村所在县政府于2018年5月5日下发《关于在农村深入开展“道德银行”建设的实施方案（试行）》的文件，使得这

项工作有了一整套规范的运行机制、专门的机构和工作人员。于5月17日组织召开全县“道德银行”工作推进会暨培

训会，又于6月12日进行全县观摩，九个乡镇进行打分排名，不断修正经验，补充不足。

与超市的管理人员交谈得知，一开始道德超市的积分以纸质版为主，后续为了资料汇总方便，就改为电子记录和纸质

记录同步使用，村民主要使用签名的方式记录，管理者则将纸质版录入电脑。

C村所在的县规定：县域内的公共交通和公共教育全部免费。

资料来源：《C村2019年脱贫攻坚总结报告》。

“驻村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自掏腰包购买了一面红旗，高高挂在村委会大院，从网络上下载了近百首红歌，组织村

民将一根闲置多年的电线杆竖立在村委会院里，修好了已经坏了多年堆在库房的大喇叭，每天轮流放红歌，其中《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学习雷锋好榜样》这三首歌，每天首放，每天必放。这样可以提升村民

的精气神和村庄的活力。”（F，20191009）

来自于C村的美篇2019年10月9日。

微信群有村民群、村两委群、村党员群、村文化活动群、村电商群、村义务劳动群等。

笔者在C村时遇到一位90岁的村民，他坐在门口，拿着手机，用微信语音在微信群里唱歌。

报道该村的主流媒体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地方电视台、地方报刊、地方广播、县级融媒体平台

等。

这里的好人在线包括两个含义：一个是指对于村落内部而言，好人“凸显”出来成为榜样，另一个是指对于村落外部

而言，好人通过在网络和媒体上被报道、被呈现，成为村落外部世界关注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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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rom Embodied Presence to Virtual Communication: Proposing a Framework of 
Rural Governance 

·  LI Hong-yan
[Abstrac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 the era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has also begun. During this process, which path constructing different village 
governing paths for different villages is one of the core element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study selects a traditional mountain village in southeastern Shanxi as a case, conducts 
empirical analysis with social context, specific events, and technical behavior as the basic 
elements, and constructs a governance model that rebuilds good people with reshaping the 
rural spirit as the core. Finally, the issues of moral banking and rural order, administrative 
governance and technical governance, and the role of new media in rural governance related 
to this governance model are discussed.
[Keywords] recreating good people; virtual communication; embodied presence; rural 
governance

14　The Meaning Construction and Relation Reconstruction in the Mediated Urban-
rural Life World—A Study of Short-video Creation of Returning You

·  ZHANG Jie, LUO Min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atization theory,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he 
returning youth reconstruct daily life world and Urban-rural interaction through short-video 
creation and what the role of them as well as the media logic in this proces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young people returning home rebuilding their life world by becoming a rural 
uploader, they construct an intermediate landscape in short videos, which is like neither the 
urban life world nor the rural life world. Based on this "intermediary landscape", they aim 
to build a mediatized life world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which can be realized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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